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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ling Cheng

去/视觉化书法考古： 关于邱志杰的总体艺术
第一幕，第一场：回收视觉

两名工人在考古发掘坑中逡巡，这个坑占满了整个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的大展厅。考古遗址是由几个平台构成的，其间用阶梯连接。观众被鼓励进入坑中，在黑色煤柔软的覆盖面和各种隐蔽的角落探索，并通过它进入艺术馆二楼的其他展区。在煤地上散落的是和活物等大的乌鸦雕塑，是用和坑道同样材质的煤做成的。大多数观众在寻找落脚点时不得不践踏了这些仿佛盲目降落的乌鸦。而它们的转换在现场就发生了。当任何一群乌鸦被踏平之后，工人会去收拾起它们变形的残骸，把煤灰带回中央工作台，置入一个预先的硅胶模具以塑造新的更多的乌鸦。工人然后会沿途摆放这些新造的乌鸦，使它们可以继续被随机的脚步踏碎。这个对乌鸦的塑造、粉碎和重新塑造的过程一直持续着。
第二幕

总体艺术取样
上述现场表演出现在题为《庄子的镇静剂》这个展览上（ 2008年7月8号至8月24日），它是定居北京的多媒体艺术家邱志杰的个展。此个展本身是一个系列计划的第一站，从它复杂的英汉双语标题中可以读出：邱志杰南京长江大桥自杀干预计划，其中包括正在进行的一系列的文化田野调查 ，历史文献考据，社会调查，跨媒体艺术创作和国际展览。邱志杰宏大的计划和南京大桥作为中国最流行的自杀地点是相呼应的。根据艺术家言，官方记录中自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至今，已经有超过2000人在那里自杀——这个统计数字比世界上公认的自杀磁铁：旧金山的金门大桥（自1937年以来约1200人在那里自杀）的数字还要惊人。吉尼斯纪录曾将此桥列为“世界最长的铁路公路双用桥”，受到这个纪念碑式的重大社会现象的刺激，邱志杰也启动了一个几乎同样“长度”的艺术计划，意在理解或者矫正这个历史问题。
在《庄子的镇痛剂》中，我们看到了邱志杰这个关于自杀的系列的工作模式首次呈现。该展览结合起来他的四个艺术方向：档案式的;干预性的;审美的/概念的；以及道德的/哲学的。相应地，在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的展览空间被分为四个展区，定名为“档案” ， “诊所” ， “思想库”和“晶体” 。在四个部分中，呈现的艺术手段多种多样，包括绘画，书法，版画，雕塑，装置，摄影，录像，和行为。
展览中不同的部分互相有系统地呼应，就仿佛一首交响乐中的不同运动一样，因此我认为邱志杰的展览是一件整体的作品而不是一个个体纷呈的回溯。在我看来接近这个展览的最有效的方式，是把它看作一个总体艺术的样本，这个运动是艺术家在浙江的中国美术学院，从2003年起发动并和他的学生共同实践的。其目的既是为了邱志杰自身的艺术事业，也是为了教育。邱志杰把总体艺术定义为：建立在文化研究基础上的艺术实践，把具体的社会文化事件转化为艺术创作的催化剂，以便更积极主动地影响到观众的日常生活。总体艺术的追求是建立有效的艺术行动，针对固化的或偏颇的主流价值提供对立的新视角。因此，邱志杰声称，他的总体艺术的现场就是正在进行的历史本身。

对邱志杰来说他的总体艺术的观念来自他广泛的经验：在1990年代和2000年早期，他曾经作为现场艺术和新媒体艺术的策展人，艺术实践者和评论家/理论家。事实上，邱志杰的一部分能力就表现为他所承担的多种角色上：调查员，创作者，思想家，活动家，教师，诗人，摄影师，治疗者和合作者。他编纂档案和收集社会弱势群体的资料；他写作哲学论文，也拍摄快照。邱是一个文化考古家，他不仅仅在历史和现在去发掘，也向着未来塑造。他在上海证大的考古行为艺术就是他的总体艺术的一个图像志。

邱志杰的总体艺术概念唤起我们对欧美类似实践的记忆，如约瑟夫﹒博伊斯在德国的“社会雕塑”，或苏珊﹒莱西在美国的“新型公共艺术” 。但是，也有非常关键的差异使得邱的总体艺术得以和它们区分：前二者在当代的社会政治事件中深深探究，邱志杰的总体艺术则将当代的病痛追溯向过去的病理学，有意要通过重造中国历史来寻找其存在的理由。前二者都由活动家推上舞台，意在发动在此时此地相关公民的群体。邱志杰的观看和参与的群体，不仅仅包括他的同代人，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还包括他的前人。

虽然邱志杰将他的总体艺术与他的职业实践紧密联系，我认为他的观念有其更古老甚至更强大的根源：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掌握，特别是曾经的书法训练。这两个背景将他置于中国传统文人的队伍中，他们的经历可以被视为他的宣言： “以天下为己任”。
像他那些身兼作家和学者的前辈们一样，邱志杰将所有学科视为整体，知识作为一个整体是他的图书馆，他的资源。他在其中打洞，游泳，翻筋斗，如同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人一样狂飙突进。像其他书法家一样，邱志杰将自己的创造性定位在一种基于自律的矛盾的丰富性之中。书法家们通常受训去掌握一些不变的工具：一支毛笔，一块墨，一张砚，一卷纸；然后还需要去模仿古代书法的典范。惟有多年的艰苦临池，一个书家才可能从他的技艺中成熟起来。，我相信这种训练培养了书法家两个认知倾向： （ 1 ）寻求以一贯之的方法论，而不是某种特殊的风格。（ 2 ）将世界诸象视为有待铭刻出来的书法的草稿。这两个倾向在邱的总体艺术中均有表现。正如邱志杰本人说，他认为所有的中国艺术流派都是“书法的变体”。就此而言邱志杰的总体艺术，是当代版的中国古代艺术。
第三幕，第一场:
诊所中的档案
作为总体艺术的一个项目，《庄子的镇痛剂》的结构是为了产生艺术作品并支持跨学科的宏愿。在它的四个部分中，“档案馆”和“诊所”都有非常清晰的关注点：前者与中国革命史中南京长江大桥的重要政治意义相关；后者则关注革命之后至今的故事。与此相反，其他两部分--“思想库”和“晶体”，则更具多重价值，充满高密度的隐喻和言外之意。鉴于这个展览的标题突出了庄子，我想如果把阴（负面的）阳（正面的）动态的内部运作作为一个对比的前景，就不会显得太陈旧和牵强。我承认，有些对我是模糊的，阴的东西，可能对别人是清晰的，阳的。
在档案馆中，我们碰到了一个惊人的历史资料和物件的收藏：那是对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四十年来的发掘。这些大大小小的物件，都带有关于南京长江大桥的信息，徽章，标志，或是风格化的呈现，证明了毛时代的中国宣传机器的权力和优势。在当时，南京长江大桥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设计并建成的双层双轨公路铁路桥”。在建桥之初，中苏断交，苏联从中国撤回了她的专家。因此，南京长江大桥的顺利建成，成为“国家强盛”的证明，这一点由它建成时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题词更得到了加强。这样一个神话-政治的意义留下一个民族性的视觉意识的痕迹，并且同时在数不清的文件和记录中繁衍。就像邱志杰总结的那样：“南京长江大桥在中国的视觉文化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和基础的位置。它的形象和三种象征有关：它汇聚了民族主义，革命和现代性。它其实就是第二个天安门”。
邱志杰的说法从1968年12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可以找到不可辩驳的证明。它的头版包括了三个部分：毛主席为《人民日报》题名书法，一个引用共产主义宝典《毛主席语录》的专栏；加上一篇文章：正文前半部分为南京长江大桥这个毛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而欢呼；后半部分则把这个国家氢弹实验的胜利也归为毛思想领导的成功。邱准确选定了这张报纸头版的形象作为他展览的海报。他的档案馆也展出了很多1968年的《人民日报》，还有同时代的的许多截面，碎片以及回忆。它们相互呼应。这些东西被从曾经昙花一现的无名存在中挖掘出来，在整齐排列的框架中重新获得临时的居所，仿佛一组挂在墙上的玻璃棺材。
“饭一定要吃，泪一定要流”。这幅简体汉字书写的对联被用煤炭写在墙上，给“诊所”的展示一个定位。 这些大字来自一位名叫陈思的活动家，他从2003年起就志愿每个周末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巡逻，以防止偶然的自杀事件。在与陈思的合作中，邱志杰把这个区域打造成了陈思的慈善计划的表扬书。关于陈思的干预工作的物质或影像资料布满了墙面。展览也包括了仿制——应该是抽象意义上的——李创建的桥头小屋：“心灵驿站”，陈思把救下来的企图自杀者送到那里，安慰他们并且提供他们食宿。
四张直接从“心灵驿站”运来的破旧的床占据了这个展区的中心。邱通过给它们的四只脚都加上闹钟，幽默地注释了它们警醒自杀者的性质。在贴着墙的老沙发底下也有一大堆闹钟，靠近一个循环播放的邱志杰和自杀者未遂者的对话纪录片。在我参观展览时，这些闹钟只是沉默地盯着我。邱原计划每五分钟都有不同的闹钟分别响起。如果计划实现，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这个活生生的世界的卡通印象：五分钟，一个念头闪现了，一桩车祸发生了，一个物种灭绝了，一只香蕉被吃下去了；一个婴儿出生了；一个誓言说出了；一个情人遭到背叛了；一段旋律被记起来了；一个伟人大亨去世了。“有多少去自杀的理由？”声音装置似乎在提出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反讽的妙用，它生动地对应着陈思直接善良的格言:“饭一定要吃，泪一定要流”。艺术家的计划对美术馆的维护人员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他们不可能每天给这些闹钟上弦。
邱志杰对来自“心灵驿站”的家具的滑稽转化，表现了艺术家对陈思的利他主义的任务的象征化。我们在两人的另一个合作中还可以看见这一点：两块饱经风雨的刻有红蓝相间字迹的木板斜靠向另一面墙，那面墙上的画框中有在桥上行动中的陈思，他带着双筒望远镜，穿着亮红色的外套。在这些图像的上面有另一幅对联：“有苦有乐人之本；善待生命每一天”。邱志杰把陈思原来做的这些木板替换成了不锈钢牌，安装在了它们原来被树立在大桥上的地方。
邱志杰干预的痕迹在展墙上继续显示，几张悬挂的条幅书法上重复着同样的白话和它的原作者的姓名：“想一想，死不得，陶行知”。奇怪的是，书法的风格是行家的草书，其中最后一个字却有个错误：得，应该是双立人旁的，而不是三点水旁的。我们靠近仔细看，就会发现书法旁边的红色细框：这句话是从试图阻止人投江自尽的陶行知本人的书法《劝戒碑》中摘录的。邱把这句话翻刻并印成带红边的描红本，以便在《心灵驿站》获得人生第二次机会的人可以练习灵修书法。艺术作为疗法，被很多行为艺术家实践过，如博伊斯，莱西，安娜﹒哈普林，﹒玛丽亚﹒阿巴拉莫维奇和罗恩﹒艾森等，它找到了一个中国应用的例子。
描红本那细小的红色线框，围绕着墨写的笔画，证明了邱在这里存在的质量。和它形成对比的，是陈思的存在，他的形象与相关物占据了“诊所”的大部分空间。邱志杰尽量作为一个幕后观察者，尽量不突出自己的涉入。因此，邱志杰在“诊所”的大部分调整动作，支持了对那张由他和学生们在大桥上分发给行人的社会学调查表的中立性的信任。这些用手写体填写的调查表被在墙上排列，像档案一样陈列。在这方面，邱志杰和陈思的关系成为一个摄影师和他的模特之间的关系。在另外一面墙上挂着的一张引人注目的相片抓住了这个关系： 摄影师将陈思直接表现为在“心灵驿站”门口被他的志愿者队伍围绕着。大家被组织起来，都微笑着，以邱志杰典型的剧场方式完成了合影。

填好的调查表只在诊所中占了一块小墙，而在档案中占了一整面大墙。这个组织方式表现了在这个展览中邱的空间设计。尽管这个展览被分割成不同观念的四个部分，艺术家却将它们呈现为一个整体中的互相独立的四个组成成分，将它们的领域用某些跨界的联系来打通。例如在档案馆中，邱就放入了一个独创的装置，它似乎是指向“诊所”和“晶体”两个部分的：一张长方形铁桌子（4米长x0.6米宽x0.9米高）被改造成为一个磨墨机。在桌子的每一头，立着一对铁柱，上面栓着自动旋转的四块手工墨（每块2x6.5x25厘米）。墨块的上端是飘动的三面红旗。靠近这四个铁柱，有对称的四个医用支架，常被用来输液----每个都挂着一药瓶清水，从橡胶管里滴落，以便给转动的墨块注水，使之磨出墨汁。这些墨汁从桌上刻出的四个槽中流出，汇聚到中间的一个孔洞，流入一条输液管，这条输液管垂落并从展厅地面的一个小孔中穿下楼。在楼下的“晶体”展区，这条输液管把墨汁导入一个玻璃纤维的容器：形状就像葫芦一样。这还不够，邱志杰在这里做了一个大师级别的动作，连接起第三层意义：他将这个汁液横溢的磨墨桌子放在南京长江大桥的南北双门的巨型照片之间。桌子是一种永动的充满墨汁能量的机械，像一个永不疲乏的马达，这个形象本已经使我们产生联想，加上又被大桥两个入口的照片中的形象，以及红旗等前景抓住，桌子的轮廓就从形态心理学上延伸为长江大桥本身。这成为邱志杰在“档案”这个部分的核心作品。
第一幕，第二场：
回收视觉——回声 

作为一个现场装置，磨墨机说明了总体艺术倾向于整合：“档案”部分的一个展品，同时补充了另外的部分。作为一个独立雕塑，这个精致的桌子也唤起了我在前文中描述过的乌鸦的变形仪式。邱志杰把桌子诗意地命名为《烟的轮回》，意在连接起物质形态变化的循环。 “煤变为烟；烟变为墨块；墨块变为墨汁；墨汁变为书法，书法变为墨迹；墨迹变为乌鸦；乌鸦变为煤，”这位总体艺术家如是解释。
让我们将邱志杰的诗歌转为演示性的散文:.一块煤炭，一旦燃烧就产生烟。烟和油以及其他附属物结合就形成墨块。如果我们将墨块理解为一种矿物和化学物的结合固体，它在世界旅行的方式就是成为液体。一旦成为液体，墨汁就可以与毛笔相遇而产生书法，因此而获得千种面貌，并且渐渐漫灭。正如人之面貌，这些书法的面貌最终将成灰入土，成为大地的黑色祭品：煤炭。乌鸦是这个循环中的奇迹，自灰烟中诞生，腾飞画弧，又消失进煤炭中。烟，墨块，书法，乌鸦和煤炭，正是一个循环的整体的不同阶段。
但是，那些塑成乌鸦的双手，和踏碎它们的双脚呢？
邱志杰在和我交换的电子邮件中说，展览中有两个“引擎”:“一个是磨墨机，另一个是那两个重塑乌鸦的工人”。我们可以把引擎视为产生运动的力量，不论它来自于循环内部还是外部。工人是有意识的，塑造乌鸦，收集残骸并且重塑乌鸦的力量。他们是创造者的代表，就创造来说，应该是来自外部的力量：我们可以将其称为“艺术家”或“上帝”。可是，作为一个没有意识的力量，仅仅是服从机械冲动，自转的磨墨机对墨块却既不是来自外部的，也不是来自内部的力量。事实上，墨块不能被从它自己的转化过程中分离来看。或许，我们可以把使这种转化成为可能，同时也是它自身的一部分的机械运动称为“时间”。这里，我们看到隐喻和物理相纠结：符号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让观者选择他们自己偏好的叙述。
观想也在循环，由此及彼又再回来。我们遵循的视觉步道通过了空气，水，金属，塑胶，木材，和煤泥，但使这些观想转化的东西，使我们渴望去看这些转化的东西，都深埋在考古坑里，藏在了乌鸦的心中。
    类似于墨块，一只乌鸦是时间中的存在。在古老的中国民间信仰中，乌鸦被认为是一个好兆头，预示即将到来的财富和荣耀。当乌鸦的象征在唐朝后有了一些凶险的含义时，儒家文人仍然将其视为会照料年迈父母的孝顺动物。正如学者刘康指出，儒家传统在后毛时代有一个明显回潮。这个背景，让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乌鸦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理想化的形象。在这次展览中，这个本土文化的指向似乎出现了，但是还是受到了限制。
在“晶体”部分的一个装置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模糊的含义。乌鸦的标本被散放在用煤写在墙上的五个字下面：“只要有了人”，它们是从196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的语录中摘选出来的字，字体都是模仿当时《人民日报》的印刷体。邱志杰似乎在运用一种非此非彼的技巧：通过模仿原版，他在自己的装置中既没有伪造也没有重复原来的文本。当邱志杰从造型角度把乌鸦作为人的代表时，这种人就是不确定的人。这个句子原来所在的段落中，毛盛赞人民的价值和共产党英明的领导，通过把它从上下文中摘出来， 邱志杰把它和民族-革命性的关联降低，转成一种无国籍的，存在意义上的沉思。 “只要有了人”，邱志杰的潜文本把这句话从它特殊的中国政治的框架中，转到人类普遍性的平台上。
乌鸦和煤的并置，为“晶体”和“思想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视觉主题。我们在“晶体”部分的墙上看见的乌鸦-煤的装置，提供了一个关于生死循环的空间俳句。耐人寻味的是，使那句话“只要有了人”视觉化的煤炭，在这里和生相联（因为人出现了！）。而乌鸦标本则意味着死。这个生/煤炭，死/乌鸦的对称在我们进入“晶体”的另一个部分却颠倒了，这个部分就是乌鸦变形仪式发生的部分。在这个考古矿坑的西洋镜中，把那些乌鸦有意地用煤炭来制作。乌鸦和煤炭,虽然有不同的形式，但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物质。然而，两个工人进行的循环动作，还是将乌鸦与生相联，而煤炭，以它灰烬的形式与死挂钩。如果我们将乌鸦看作“人类”的一个神话对等物，那么煤炭的出现就预示了人类的作为化石的未来。
我认为，分辨乌鸦和煤炭这种可逆转性的解释学立场，不是要强调艺术家聪慧的多样性，而是要理解，对一切世间的存在来说，生物和矿物，或说生死过程，是相互牵连缠绕的，甚至同时发生的。艺术家似乎要加强这样的理解，所以他在从“档案馆”通向“思想库”的用煤做材料的桥栏杆之上，旁边，下面和之间，都放置了很多乌鸦标本。
第三幕，第二场：一座让人徘徊而不是倚靠的桥

 “思想库”的主要结构形象是从走廊到D展厅的一座延伸的桥。把这个装置称为桥是一个矛盾。它的结构是按照“九曲桥”的样式设计的。九曲桥是由九个拐弯组成的，是中国传统南方园林里的典型置景。而且，思想库的桥并不跨越任何水面，只是创造了一段曲折路径，阻碍观者匆匆前行。可是，不叫它桥似乎也是个失误。在桥头，沿走廊的两边墙上都贴着扬子江的照片，制造出我们正走过流水上方的幻象。邱志杰的桥也包括了和南京大桥非常相似的一些工艺细节：比如一系列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高峰期雕塑的装饰性浮雕。邱志杰和他的学生们非常辛苦地从真实的桥上把他们复制下来以便做成这里的煤砖。这些细节说明了，邱志杰把他的弯曲的桥设计成一个搬移过来的南京大桥的回音。
搬移过来的回音是有预期的，邱志杰创造了他的桥，是想为一种价值系统提供另外的选择----正是这种价值系统创造了中国民族想像中的南京大桥。通过对自杀者及其家属的大量访问，他发现大多数来南京长江大桥自杀的人的原因是世俗的：被爱人抛弃，失业，考学失败，缺乏谋生手段，家庭暴力，信用破产或是疾病。值得讨论的是，所有这些状况的都因为在这个后社会主义时代缺乏一个社会保障网络而变成绝境。这些南京大桥的自杀者是为了抹去个人耻辱，而跳下这个代表民族骄傲的水的纪念碑的吗？ 通过它倾斜的弯曲回转，邱志杰的“镇定”桥远离了这些将普通人驱向一时的个人虚无的原因。要了解艺术家如何解释在这些肤浅的个人原因下隐藏的集体悲剧，我们应该去他的“思想库”探寻。但是，在这个过度的通道，我们已经可以大致把握邱志杰自己对这种事件的态度。艺术家提供的另一种桥，坚定地声明了他对冲动型自杀的保留态度。
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来自给这座从档案馆到思想库的桥的命名：《莫凭栏》。这个诗性的名称来自于李煜(937-978)的诗词，他是五代十国的一个皇帝诗人。李的诗歌体悟到人生如梦，提醒人们不要靠在桥栏杆上，沉浸在孤独悲伤中。李煜写过：“别时容易见时难”。邱志杰的栏杆，涂着厚厚有味道的煤，而且由大量神奇的乌鸦守护着，实际上是不可以凭靠的。
此外，邱还通过一个他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做的现场行为的录像表示了他的不同意。放映这个录像的屏幕镶嵌在走廊的墙里。2008年1月，邱在南京大桥栏杆上找到一句血书：“当爱烟消云散，我剩下的只有忘情”。2008年6月14日，邱去到同一地点，抹去了原来的血书，割破他自己的中指，写下了“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在哪里？”。
“为什么是马达加斯加？”我问他，“因为这里没人知道它在哪里”，邱回答。

因此，马达加斯加是一个谜语。当我决定将自己扔下大桥的一瞬间，这个谜语会打断我疯狂的决心，而让我多徘徊一阵吗？
第三幕，第三场：一张地图中的一个指数

就像标志它的入口的九曲桥一样，思想库本身也是个悖论。这个展厅展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版画的草图，石版画，铜版画和纸上综合媒体的作品。统一这些不同外在形式的是它们的主题：关于南京这座城市以及它那同名的大桥在中国古代和革命历史中的政治意义。就像邱志杰解释过的，这些艺术作品是从他最早为关于自杀的大计划设计行为和装置作品的草图中发展而来的。换言说，这些展出的作品既是邱志杰的地基，也是他的路线图：作为地基，他们在过去就被视觉化了；作为路线图，它们是对未来的准备。实际上，此处可以看到许多行为和装置计划都被描画出来，还有将要被实现为三维作品的。所以，对于这个总体艺术家，这个思想库扮演双重角色：既是他正在进行的关于自杀的系列计划的索引，也是《庄子的镇静剂》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邱的思想库也是一个反思想库。和那些集中一群专家来解决问题的普通思想库不同，邱的这个思想库更是展现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在它们委婉回旋的外表下，邱志杰关于自杀系列的计划，表现出正是对集团或政府支持的智囊团所代表的那种政治，经济或军事利益的反对。在对南京大桥成为普通中国人自杀胜地的隐藏原因的探索中，邱志杰展现了对南京这座城市，以及对南京长江大桥的革命性神话的悲悯。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交织在这两个南京（城市和大桥）的身份上，直到成为一种慢性的集体精神病灶，数不清的自杀就是这个病灶的恶化症状。

 邱志杰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的标志性作品，是一个在证大入口的雕塑。这个钢铁铸造而成的雕塑是那些印有南京长江大桥的奖状的放大版。这个奖状是由一厘米厚的锈钢板做成，它的所有装饰图案，包括南京大桥的轮廓，都被刻透，并且从铁板中折出来，由奖状的表面向外指出。而且邱志杰把这些突出部分的边缘都磨成锐利的刀锋。一个对个人荣耀和社会肯定的记录，就这样被展示为一件武器，它驱逐着人们不歇气地向前，在他们落后时则成为对他们的威胁。如果奖状的获得者需要在成功的重压下苦干，那么那些没有获得奖状的人呢？他们应该自杀吗？还是在这块大铁板挡出的阴影中休息。

在这个展览中没有提供救赎。在“思想库”中，邱设想了某些建议，但不是为那些想要超越乌鸦和煤的循环的人，(因为循环不可超越)，而是为那些曾经考虑自杀的人提供的镇静剂，一个可以让人暂时安静的帮助。
第三幕，第四场： 自杀干预
我们看到这些建议中的一个被实现为展览的一个主要作品：一个大有机玻璃制成的葫芦，口上戴着一根做成注射器一样的钢针。一些黑色蝴蝶在这个大葫芦中拍翅膀，暂时歇息或一动不动，这是在思想库图像当中看到过的。另一个小点的有机玻璃葫芦放在几米之外，用来接住从楼上磨墨机中制造出的墨汁。美术馆员工被要求在一个葫芦接满时，用一个空葫芦代替它，并且给满的那个封上一个带有注射针的盖子。
通过将注射针头加在葫芦上，邱创造了一个视觉奇景以强调标题中两个概念：镇静剂和庄子。装有针头的有机玻璃葫芦成为了注射器，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充满镇静剂，来安定那些颤抖着靠近桥边或窗边的人。总体艺术家开出的自杀干预方子：通过作为药的艺术来劝导。
那么，邱的药是如何与庄子相关的呢？
立刻可以想到的是，装着蝴蝶的大葫芦结合了道家哲学家庄子的两个为人熟知的寓言。当一个经常和他对话的朋友惠施对庄子抱怨大葫芦，说它既不能做瓶子，也不能做勺子，庄子回答说：“……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 （《庄子.逍遥游》）。在谈论大葫芦的用途方面，我们看到了庄子那种避免任何思想固化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在他对于蝴蝶的梦中，则成为了一种认识论的弹性。从他变为蝴蝶翱翔的一个梦中醒来后，庄子问道：“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庄子.齐物论》）。一种想像中的视觉转化，让庄子可以通过遗忘自己的存在，来回避自己和他者的分隔。人与蝴蝶之间没有桥梁；人已经是蝴蝶。所以，试一试，我们都可以飞翔。
对于邱志杰的计划，“庄子”这个词在展览题目中，不是对庄周的纪念，也不是指他的著作。而是提醒人们注意中国长久以来就存在但是有些被埋没的精神传统。邱志杰认为，这个传统代表了“整整一套文化观点和生活方式”，这种观点和方式产生了灿烂的书法文学作品，例如《兰亭集序》和《赤壁赋》。邱志杰进一步说明，这样一个系统培养了“一个反对单一美学的态度和一种超越一时重负的能力”。它使一个人“可以用一种自由和开放的眼光，去历史地理解世界”。（邱，2008d）。或许，通过这样一种眼光，就像邱志杰暗示的那样，一个人可以绕过导致冲动型自杀的顽固想法。
第四幕： 书法考古学
庄周没有告诉我们他梦中的蝴蝶是什么颜色。而在邱的葫芦中，蝴蝶是黑色的，就像乌鸦和煤炭一样。黑色在这个展览中是“存在”（existence），“是”(being)和“生成”(becoming)的颜色。逐渐注满小葫芦的墨汁也是黑色的，黑色，是邱的药的颜色。
邱把《兰亭序》和《赤壁赋》作为庄学中的里程碑也揭示了他的现实经历。邱作为行为艺术家，成名于他将《兰亭序》在一张纸上书写了1000遍。近20年之后，邱志杰将苏轼的书法代表作的名称用来命名他在“晶体”中的考古坑。这里，苏的赤变成了邱的黑。在这个展览中，除了诊所里的红色填字框，邱志杰积极加入书法成分的，就是他用指血在南京大桥栏杆上写的“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在哪里？”。我在“马达加斯加”听到一只乌鸦的传言：“红就是黑，就像血就是墨”。黑色墨汁，就是一个书法家的艺术的鲜血。
一个书法家在三重意义上是考古学家：挖掘过去；通过现实行动来重建过去；通过构造历史来发现历史。邱志杰不仅通过他的书法实践（包括模仿他的前辈），也通过他对过去物质痕迹的伟大整理来挖掘过去。通过将他自己完全沉浸在他要挖出土的东西里，就像我们在证大“档案馆”中看到的那些一样，邱志杰重建了南京长江大桥的神话，也展示了大桥对中国人持续的影响。他重新发现了一处遗迹，这个地方对中国人太过熟悉而成为了自然。而他赋予它值得被考古的价值，这个考察应该是将这个遗迹的结构层层曝光的。然而，邱志杰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历史呼唤历史，也是为了把他现在的干预计划带入实施。通过他的总体艺术，邱志杰部分地决定了，南京大桥的历史如何可能被改变。
因为整体已经包括了反对因素，所以书写本身就孕育了它自身的涂改。我们做“看”的动作，同时就既包含了也排除了那些不可见的东西。对于我来说，邱志杰的“一种自由和开放的眼光”的最深的神秘，来自对现在一刻的暂时地去视觉化，当看的人投入时间创造性的流，会突然记起，“变化”一直是这个游戏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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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ling Cheng-De/Visualizing
Page 10
6/28/2009

